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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和回避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与工作记忆协调性对自我控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高趋近动机

的积极情绪、高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以及中性情绪相比，在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完成言语工作记忆以及在低回避动机的消极

情绪下完成空间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成绩提高，而 Stroop 分数降低。这表明情绪与工作记忆的协调性受到情绪动机强度的影响，

只有在低动机强度情绪时才表现出情绪与工作记忆类型的协调性，这种协调性会节省自我控制资源，促进自我控制加工。

关键词   趋近动机积极情绪    回避动机消极情绪    言语工作记忆    空间工作记忆    自我控制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NO.31470973）的资助。

** 通讯作者：李寿欣。E-mail:shouxinli@sd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506

1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积极的情绪体验常常伴随着工

作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情绪体验常常伴随着工作

效率的下降。然而，情绪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不是广

泛性地促进或削弱那么简单，常常是与在不同情绪

状态下从事何种类型的认知加工活动有关（Gray, 
2001）。情绪与认知活动如果彼此协调，可能分享

共同的认知目标，二者相互促进，是认知与情绪的

协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会节省自我控制资源，促

进后续任务的完成；反之，如果情绪与认知活动激

活不同加工目标，发生目标间的竞争，是情绪与认

知的失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会消耗大量的自我控

制资源来抑制情绪激活的认知加工，进而损害后续

任务的加工（Storbeck, 2012）。探讨情绪与认知的

协调性有助于深入揭示情绪与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

机制，指导人们调节情绪状态，以更有效完成不同

类型的工作。

近几年，不同的情绪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协调

性对自我控制任务加工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工作记忆是一种容量有限的、对信息进行暂时

性的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对于学习、推理、语

言理解等复杂认知任务的完成起关键作用（Baddeley 

& Hitch, 1974），包括言语工作记忆和空间工作记

忆子系统。言语工作记忆主要负责语音信息的存储

与加工，空间工作记忆主要负责构建和操作视觉或

空间信息。研究表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有助于人

们开展社会交往活动，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又需要

较好的言语表达能力，因而，积极情绪状态与言语

工作记忆均会激活社会交往这一共同目标（Beckes 
& Coan, 2011）；而当个体面对危险的情景时，引

起的是恐惧、害怕等消极情绪，并做出躲避危险的

这一行为，躲避危险的行为需要空间工作记忆，因

而，消极情绪与空间工作记忆均会激活躲避危险这

一共同目标 （Corr & McNaughton, 2012; Storbeck & 
Watson, 2014）。因此，在积极情绪下进行言语工作

记忆，或在消极情绪下进行空间工作记忆，是情绪

与认知的协调状态；反之，是情绪与认知的失调状态。

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存在趋近或回

避动机强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对认知活动会产生

不同的影响。Gable 等人提出的情绪动机维度模型

（Gable & Harmon-Jones, 2010c）认为，情绪具有动

机性维度，包括动机的方向和动机的强度。动机的

方向是指对物体或目标趋近或回避的驱力，包括趋

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动机的强度是指动机水平的高

低，趋近积极情绪又可以分为高趋近积极情绪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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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积极情绪；回避消极情绪又可分为高回避消极

情绪和低回避消极情绪。有研究（Gray, 2001）使用

视频材料成功诱发被试趋近和回避情绪的条件下，

完成 2-back 的空间或言语工作记忆任务，结果发现，

在回避情绪状态下，空间工作记忆成绩提高；而在

趋近情绪状态下，空间工作记忆成绩受损，言语工

作记忆则刚好相反。还有研究（Storbeck, 2012）要

求被试完成上述任务后，再完成自我控制任务，结

果表明，在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完成言语工作记

忆任务，以及在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下完成空间工

作记忆任务是情绪与认知的协调状态，在此状态下

会节省自我控制资源，有利于自我控制任务的完成。

尽管以往研究从情绪的动机方向角度探讨了情

绪与不同类型工作记忆的协调性问题，但是并未

考虑动机强度对情绪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协调性的

影响，而情绪的动机强度是影响认知加工的重要因

素（马元广 , 李寿欣 , 2014; Harmon-Jones, Gable, & 
Price, 2013），高趋近积极情绪窄化认知范围，个

体的注意灵活性降低；低趋近积极情绪拓宽认知范

围，个体的注意灵活性增加。因而，趋近动机强度

不同的积极情绪与工作记忆类型的协调性可能是不

同的，从而对后续的自我控制任务产生不同的影响，

即情绪与工作记忆的协调性会受到情绪动机强度的

影响。在控制情绪的效价不变的条件下，高动机强

度的积极情绪会窄化认知加工，而言语工作记忆则

需要扩展认知活动，因此，高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

与言语工作记忆之间可能是一种不协调状态，会消

耗更多自我控制资源。此外，焦虑等高强度动机的

消极情绪和空间工作记忆同属一种视空间注意机制，

会占用个体一部分视空间注意资源（Lavric, Rippon, 
& Gray, 2003），当有限的资源被高动机强度的消极

情绪所占据，个体用于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资源就

会相应减少，其绩效则会下降。由此，我们假设 1：

只有低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与言语工作记忆之

间是协调状态，会节省自我控制资源，进而促进自

我控制加工；假设 2：只有低回避动机强度的消极

情绪与空间工作记忆之间是协调状态，会节省自我

控制资源，进而促进自我控制加工。

2   实验 1

2.1    目的

考察高、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与

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对自我控制任务的影响。

2.2   方法

2.2.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师范大学本科生参加实验，观看诱

发情绪的短片，经过情绪评定后选择成功诱发预期

情绪的被试 156 名（男 71 名），共六组，每组 26
名（男女比例约为 1：1），年龄范围 18 至 24 岁，

右利手，裸视力或矫正视力与色觉正常。

2.2.2  实验设计

采用 2（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空间工作记忆；

言语工作记忆） × 3（情绪类型：高趋近积极情绪；

低趋近积极情绪；中性情绪）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为工作记忆的正确率和 Stroop 分数。其中，

Stroop 分数是用色字不一致反应时减去色字一致反

应时，Stroop 分数越大，说明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越

大（Besner & Stolz, 1999）。

2.2.3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从互联

网上挑选出 25 张甜点的图片，加入背景音乐，制作

成 A 短片；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从互联网上截取

“轻松一刻”部分片段，制作成 B 短片；中性情绪：

选取中国情绪材料图片系统（白露，马慧，黄宇霞，

罗跃嘉，2005）中中性图片 25 张，制作成 C 短片。

三个短片的时长均为 2 分 20 秒。

正式实验前随机选取 60 名本科生，分为三组，

分别观看 A、B、C 短片，看完后对诱发的情绪进行

自我评定，并填写情绪评定量表 （Ekman, Freisen, 
& Ancoli, 1980） ，结果表明，三类短片均能诱发预

期的情绪。

工作记忆任务材料：26 个英文大写字母，随机

出现在六个固定位置中的某一个（如图 1）。Stroop
任务材料：“红、黄、蓝、绿”四个字随机用这四

种颜色书写。所有任务均采用 E-Prime 2.0 软件编程，

在电脑上呈现。

2.2.4   实验程序    
实验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实验时环境安静，光

线明亮。被试距离屏幕为 70cm。步骤如下：（1）

被试练习工作记忆任务 20 个试次，正确率达到 75%
以上；（2）被试观看短片，然后对情绪进行自我评

定（若情绪诱发失败，则结束实验）；（3）完成

80 个试次的言语或空间工作记忆任务，流程如下：

采用 2-back 任务范式（如图 1）。在言语或空间工

作记忆任务中，字母随机的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六

个固定位置中的某个位置上 1s，随即出现反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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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被试反应后，出现下一个字母，从第三个字母

开始要求被试反应，判断第三个字母（位置）与第

一个字母（位置）是否相同，第四个字母（位置）

与第二个字母（位置）是否相同，以此类推。言语

工作记忆的任务是判断字母是否相同，空间工作记

忆任务是判断字母的位置是否相同。相同按“A”键，

不同按“L”键。要求被试尽量准确地进行反应；（4）

进行 20 个试次的 Stroop 任务练习后，完成 100 个

试次的 Stroop 任务，流程如下：在屏幕中央随机呈

现一个字，要求被试忽略字的意义只判断字的颜色，

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进行反应，其中，“红、黄、蓝、绿”

分别对应“D、F、J、K”四个按键，按键后刺激消

失。刺激间隔为 0.5s，字义与字的颜色不同的比例

为 75%。实验约需 30 分钟，结束后给予被试报酬。

图 1    单一试次工作记忆任务实验流程图

数据处理：剔除 Stroop 反应时间大于 2000ms
的试次。使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

2.3   结果

对实验 1 中诱发被试情绪进行评定的结果见表 1。
表 1    三类短片诱发情绪各维度得分（M ± SD）（n = 26）

对表 1 中的三类短片诱发的高、低趋近动机的

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的典型情绪：渴望、搞笑和平

静维度的分数进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渴望维度上，短片类型主效应显著，F（2, 150） 
= 82.72，p < .001，ηp

2= .520，A 短片高于 B 短片与

C 短片（ps < .001），B 短片与 C 短片得分差异不

显著（p > .05）；在搞笑维度上，短片类型主效应

显著，F （2, 150） = 190.78，p < .001，ηp
2 = .714，

B 短片高于 A 短片与 C 短片（ps < .001），A 短片

与 C 短片得分差异不显著（p > .05）；在平静维度

上，短片类型主效应显著，F （2, 150） = 149.65，

p < .001，ηp
2 = .662，C 短片高于 A 短片与 B 短片

（ps < .001）， A 短片与 B 短片得分差异不显著（p 
> .05）。结果说明，在实验 1 中 A、B 和 C 短片分

别成功诱发了被试的高、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和

中性情绪。

在诱发被试相应的情绪后，被试完成工作记忆

任务的正确率见图 2（左半部分），对正确率进行 2 
× 3 的方差分析表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和情绪类

型主效应显著，F1（2, 150） = 11.04，p < .01，ηp
2 = 

.069；F2（2, 150） = 8.45，p < .001，ηp
2 = .101，言

语工作记忆正确率（.88 ± .06）大于空间工作记忆

（.85 ± .07），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

条件下工作记忆正确率（.88 ± .07, .88 ± .05）大于

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84 ± .07）（ps < .001），

中性情绪条件与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条件下无差

异（p > .05）；情绪类型与工作记忆类型的交互作

用显著，F（2, 150） = 7.36，p < .01，ηp
2= .089，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言

语工作记忆的正确率（.92 ± .04）大于空间工作记

忆（.84 ± .07）（p < .001），而在高趋近积极情绪（言

语：.84 ± .06，空间：.84 ± .08）与中性情绪（言语：.88 
± .04，空间：.87 ± .05）条件下工作记忆任务类型

的效应不显著 （ps > .05）。

被 试 所 得 Stroop 分 数 见 图 3（ 左 半 部 分），

对 Stroop 分数进行 2 × 3 的方差分析表明，工作记

忆任务类型和情绪类型主效应显著，F1（2, 150） 
= 4.03，p < .05，ηp

2 = .026；F2（2, 150） = 6.49，

p < .01，ηp
2 = .080，完成言语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122.84 ± 70.10，单位：ms，下同）小于完

成空间工作记忆后（144.25 ± 71.30），在低趋近

积极情绪及中性情绪条件下 Stroop 分数（117.51 ± 
70.87，122.54 ± 65.79）低于高趋近积极情绪条件

条件（160.58 ± 70.44）（ps < .01），低趋近积极情

绪和中性情绪条件间差异不显著（p > .05）；情绪

类型与工作记忆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 150） 
= 5.16，p < .01，ηp

2 = .06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

低趋近积极情绪条件下，在完成言语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82.55 ± 53.31）小于完成空间工作记

忆后（152.46 ± 69.73）（p < .001），而在高趋近

积极情绪（言语：162.22 ± 66.27，空间：158.94 ± 
75.67）及中性情绪（言语：123.73 ± 67.83，空间：

121.34 ± 65.01）条件下，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效应

不显著（ps > .05）。

2.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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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对

不同类型工作记忆产生了选择性影响，并对后续的

自我控制任务产生了选择性作用，表现为与高趋近

动机的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相比，在低趋近动机的

积极情绪条件下完成言语工作记忆出现协调性效应。

3   实验 2

3.1   目的

考察高、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与

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对自我控制任务的影响。

3.2   方法

3.2.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师范大学本科生参加实验，观看诱

发情绪的短片，经过情绪评定后选择成功诱发预期

情绪的被试 156 名（男 75），共六组，每组 26 名（男

女比例约为 1：1），年龄范围 18 至 24 岁，右利手，

裸视力或矫正视力与色觉正常。

3.2.2    实验设计

采用 2（工作记忆任务类型：言语工作记忆，

空间工作记忆） × 3（情绪类型：高回避动机的消

极情绪，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中性情绪）两因

素组间设计，因变量为工作记忆的正确率和 Stroop
分数。 
3.2.3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低回避动机消极情绪：选取电

影《我的兄弟姐妹》中反映悲伤情绪的片段，制作

为 D 短片；高回避动机消极情绪：选取电影《猜火车》

中的清理厕所的部分片段，制作 E 短片；中性情绪

的诱发材料同实验 1。三个短片的时长均为 2 分 20
秒。工作记忆与 Stroop 任务材料同实验 1。

正式实验前随机选取 60 名本科生，分为三组，

分别观看 C、D、E 短片，然后填写情绪评定量表 
（Ekman et al., 1980） ，结果表明，三类短片成功

诱发被试预期的情绪。

3.2.4   实验程序

除了诱发情绪的材料不同外，其他程序及数据

处理同实验 1。

3.3   结果

对实验 2 中被试情绪进行评定的结果见表 2。
表 2    三类短片诱发情绪各维度得分（M ± SD）（n = 26）

对表 2 中的三类短片诱发的低、高回避动机的

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的典型情绪：悲伤、厌恶和平

静维度的分数进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悲伤维度上，短片类型主效应显著，F（2, 150） 
= 203.56，p < .001，ηp

2= .727，D 短片高于 E 短片

与 C 短 片（ps < .001），E 短 片 高 于 C 短 片（p < 
.05）；在厌恶维度上，短片类型主效应显著，F（2, 
150） = 161.43， p < .001，ηp

2 = .678，E 短片高于

D 短片与 C 短片（ps < .001），D 短片与 C 短片无

差（p > .05）；在平静维度上，短片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150） = 121.06， p < .001，ηp
2= .613，C 短片

高于 E 短片与 D 短片（ps < .001），E 短片与 D 短

片得分无显著差异（ p > .05）。结果说明，在实验

2 中，D、E 和 C 短片分别成功诱发了被试的低、高

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

图 2   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完成空间和言语工作记忆的正确率

注：图的左半部分为高低趋近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下，空间与言语

工作记忆的正确率；图的右半部分为高低回避消极情绪与中性情绪

下，空间与言语工作记忆的正确率。

图 3   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完成空间和言语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

注：图的左半部分为高低趋近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下，完成空间与

言语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图的右半部分为高低回避消极情绪

与中性情绪下，完成空间与言语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

在诱发被试相应的情绪后，被试完成工作记忆

任务的正确率见图 2（右半部分），对正确率进行 2 
× 3 的方差分析表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和情绪类

型主效应显著，F1（2, 150） = 4.88，p < .05，ηp
2= 

.032；F2（2, 150） = 7.08，p < .01，ηp
2 = .086， 空

间工作记忆正确率（.88 ± .06）高于言语工作记忆（.86 
±.06），高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条件下工作记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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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率（.84 ± .07）低于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条件

（.88 ± .07）和中性情绪条件（.88 ± .05）（ps < 
.05），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条件和中性情绪条件

间无差异（p > .05）；情绪类型与工作记忆类型的

交互作用显著，F（2, 150） = 14.53，p < .001，ηp
2 

= .16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回避消极情绪条件

下，空间工作记忆的正确率（.93 ± .04）大于言语

工作记忆（.84 ± .07）（p < .001）；而在高回避消

极情绪（空间：.84 ± .07，言语：.85 ± .07）及中

性情绪（空间：.87 ± .05，言语：.89 ± .04）条件下，

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效应均不显著 （ps > .05）。

被试所得 Stroop 分数见图 3（右半部分），对

Stroop 分数进行 2 × 3 的方差分析表明，工作记忆

任务类型和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 150） = 
7.28，p < .01，ηp

2 = .046；F2（2, 150） = 14.06，p < 
.001，ηp

2 = .158，完成空间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

数（118.13 ± 68.50）小于完成言语工作记忆后（144.25 
± 68.88），高回避消极情绪条件下Stroop分数（166.05 
± 61.97）高于低回避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条件

（104.98 ± 67.72，122.54 ± 65.79）（ps < .001），

中性情绪条件和低回避消极情绪条件下 Stroop 分数

无差异（p > .05）；情绪类型与工作记忆类型的交

互作用显著，F（2, 150） = 10.35，p < .001，ηp
2 = 

.12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低回避消极情绪条件

下，完成空间工作记忆后的 Stroop 分数（61.05 ± 
37.72）小于完成言语工作记忆后（148.91 ± 62.59）（p 
< .001），而在高回避消极情绪（空间：171.99 ± 
48.86，言语：160.10 ± 73.29）及中性情绪（空间：

121.34 ± 65.01，言语：123.73 ± 67.83）条件下，

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效应不显著（ps > .05）。

3.4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动机强度的消极情绪对

不同类型工作记忆产生了选择性影响，并对自我控

制资源的损耗产生了选择性作用，表现为与高回避

动机的消极情绪以及中性情绪条件相比，在低回避

动机的消极情绪条件下完成空间工作记忆出现协调

性效应。

4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自我控制损耗范式，探讨情绪的动

机强度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对自我控制任

务的影响。两项实验的结果说明，在低趋近动机的

积极情绪条件下完成言语工作记忆，或在低回避动

机的消极情绪条件下完成空间工作记忆，是情绪与

工作记忆任务的协调状态，促进后续自我控制任务

的完成；而在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高回避动机

的消极情绪以及中性情绪条件下，未发现情绪与工

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效应。为什么情绪的动机

强度会影响情绪与工作记忆任务类型的协调性？主

要原因如下。

首先，不同动机强度情绪具有不同的生物学

意义。情绪动机维度模型（Gable & Harmon-Jones, 
2010c）认为，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往往发生在目

标获得后的愉悦情境中，在此条件下会拓宽个体的

注意范围，有助于个体整合广泛的环境线索，促进

探索或嬉戏行为，有利于语义联想和言语工作记忆

等认知加工任务的完成；而处于低回避动机的消极

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其注意广度增加，促进空间工

作记忆和注意控制等认知加工过程（Gray, 2001），

有助于个体从失败中走出。因此，从生物学意义上

讲，在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进行言语工作记忆，

以及在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下进行空间工作记忆

有利于个体生存发展，是长期进化、适应的结果。

然而，高动机强度的情绪往往与个体生存需要相关

联。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鼓励个体执着追求某一

目标，通常与生殖、食物和水的摄取等生理需求相

联系（Gable & Harmon-Jones, 2010b）；而高回避动

机的消极情绪与个体评估并逃离危险、厌恶情境有

关（Gable & Harmon-Jones, 2010a）。在这两种情绪

状态下，个体会窄化注意范围，增加对既定目标的

注意，屏蔽无关刺激和认知的干扰 （Harmon-Jones 
et al., 2013），以获得渴望目标或逃离危险情境。在

此过程中，个体的注意灵活性降低（马元广 , 李寿欣 , 
2014），无法灵活、快速地将注意焦点从渴望目标

或危险情境中转移至随后的认知活动中，这会抑制

工作记忆等认知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高动机强度

的情绪条件下，无论完成言语或空间工作记忆，均

未出现情绪与认知的协调性效应。

其次，不同动机强度的情绪和不同类型工作记

忆任务的认知目标之间存在关联性。研究发现，低

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往往预示着舒适、安全的环境，

与言语工作记忆共同激活社会互动这一认知目标

（Storbeck, 2016），二者均需要个体拓宽注意范围

以进行社会探索；另有研究发现，低回避动机的消

极情绪，与空间工作记忆共同激活了威胁探测和空

间定向这一认知目标（Storbeck, 2012）。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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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限理论（Hagger, Wood, Stiff, & Chatzisarantis, 
2010）提出，认知加工与情绪共用同一有限的自我

控制资源。当情绪和认知过程协调时，可能分享共

同的认知目标，从而减少了资源竞争；反之，二者

不协调时，分别促进不同认知目标，在此过程中产

生资源竞争，激发自我控制过程以调节不同认知目

标的优先性，从而消耗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当有

限的资源被消耗，会损害自我控制任务的完成。由

于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与言语工作记忆，以及低

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与空间工作记忆激活相同的认

知目标，因此，减少了资源竞争，有利于后续的自

我控制任务的完成，从而表现出情绪与认知的协调

性效应。此外，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与渴望物体

的获得等认知目标相关联，且高回避动机的消极情

绪与逃离危险情境等认知目标相联系，这都将消耗

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以调节不同认知目标的优先性。

因此，在高动机强度的情绪状态下无论完成言语或

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均未表现出情绪与认知的协调

性效应。

5   结论

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完成言语工作记忆，

以及低回避动机的消极情绪下完成空间工作记忆，

是认知与情绪的协调状态，会促进后续自我控制的

加工；而在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和高回避动机的

消极情绪下，完成不同类型的工作记忆则没有表现

出认知与情绪的协调性效应。研究结果支持情绪的

动机维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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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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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Previous studies found that emotions selectively influence cognitive process. When emotions tuned a cognitive process that matched task 

demands, representing a state of alignment, performance improved. Whereas when emotions tuned a cognitive process that mismatched task demands, 

representing a state of misalignment, performance declined. Although some studies revealed the influence of withdrawal-motivated and approach-

motivated affect on verbal and spatial working memory (WM), but few studies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ivational dimension of withdrawal-

motivated and approach-motivated affect on the alignment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We adopted the self-control depletion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alignment of emotional motivational intensity and WM task demands on the self-control task. Combinations of low and high approach 

withdrawal motivated emotions and WM task demands were used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of emotion–cognition alignment or misalignment. Self-

control resources are utilized on the first task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motion–cognition misalignment, performance will be impaired on a second task. 

Hypothesis 1 is, a demand for self-control will decline for the low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emotion–verbal WM task aligned conditions, saving 

self-control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on the second task. Hypothesis 2 is, a demand for self-control will decline for the low withdrawal-

motivated negative emotion–spatial WM task aligned conditions, saving self-control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on the second task .

In Experiment 1 and 2, 156 participants (Experiment 1, 71 males; Experiment 2, 75 males) were enrolled in each experiment. Three films were 

employed in Experiment 1, of which two films induced high or low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one film induced neutral 

affect. In experiment 2, two films induced high or low withdrawal-motivated negative affect respectively, and one film induced neutral affect. After 

viewing one film,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feelings using a 9-point scale. Then they were assigned to accomplish a verbal or spatial 2-back WM task. For 

the verbal task, the letter was compared with the letter presented two trials back, whereas for the spatial task, the location of the letter was compared 

with the location of the letter presented two trials back. Following the WM task,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Stroop task. In all experiments, WM accuracy 

and the Stroop score were recorded. The Stroop score is computed by subtracting reaction time on congruent trials from reaction time on incongruent 

tri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ither completed a verbal or a spatial WM task under the low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or low withdrawal-motivated 

negative affect, respectively, WM accurac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conditions, but Stroop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conditions. These result indicated that completing either a verbal or a spatial WM task under the low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or the low 

withdrawal-motivated negative affect, respectively, is the condition of emotion–cognition alignment. Under this condition self-control resources are 

saved and the performance on the self-control task is improved.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motivational dimension model of affect.

Key words  approach-motivated positive affect, withdrawal-motivated negative affect, verbal working memory, spatial working memory, self-control


